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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联系密切。文章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分析二者耦合机理基础上，

采用熵权法、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9年中国大陆280个地级以上城市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并进一步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呈上升的时序变化，在空间格局上呈“南北低、西低东高”特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再上升”的时序

变化趋势，并呈“东西南北高、中部塌陷”空间结构。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不断攀升，由多极

化转向单极化发展态势，并呈东北方向“陷落”的空间格局。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具有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性，而随着时间推移，协调度局部集聚特征减弱，趋向均衡发展。④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科

学技术、对外开放度与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且作用强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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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two and analyzing their coupling mechanism,the research adopt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global Super-SBM model of undesired output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 280 cities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from 2005 to 2019,and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hows an upward temporal change,and the

spatial pattern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in the north and south,low in the west,high in the east". The level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shows a time-series trend of "falling and then rising",and has a spatial structure of "high in the east,west,

north and south,and low in the middle". 2)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continues to rise,from the multi-polarization development to the unipolar development,with a

spatial pattern of "falling down" in the northeast direction.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As time goes by, the local agglomera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weakens and tends to develop in a balanced manner. 4) Economic development,industrial structur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opening degre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and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ntensity of thei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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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以“技术创新”为底色，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支撑，给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带

来新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

实基础。城市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前期城

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与粗放发展，“城市病”逐渐显现

且呈蔓延之势，迫切需要以城市绿色发展推动“城

市病”治理。而城市本质是一种通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集中供给，在空间、环境、能源等有限资源

条件下实现生产效率和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复杂功

能网络平台。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为支撑，推进城市运营和治理的精细

化、现代化，将有效缓解有限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

与高速增长需求不匹配引发的“城市病”。绿色发

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重要发展理念，也是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在构建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正

确认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耦合

协调关系，对城市“治病健体”“转型升级”以及推进

城市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新型基础设施本质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与传统基础设施最大不同在于技术先进性以及建

设更高效的时空网络为主［1-2］。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不是摒弃传统基础设施，而是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

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智能信息基础设施，如 5G
基建、大数据中心等，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

色化升级改造［3］。绿色发展则是强调经济发展与

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统一与协调，保护和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解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资源环境问题［4-6］。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来看，

当前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多为某类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对绿色发展单向影响，主要集中在高铁、互联

网普及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高铁网络、互联

网以及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改善资源

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7-10］。
而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支撑的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经济体系、社会治理

体系、能源体系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治理效

能［11］，演绎出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态势［12］，在城市交

通出行、产业发展、智能与环保等方面改善城市发

展质量。

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测

度。关于新型基础设施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或省

级层面，囿于数据可获得性，现有研究主要选取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加以衡量，如尚文思选用电力供应业、铁路

运输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四类行业的固定资本存量作为广义、狭义“新

基建”投资的代理变量［2］。姜卫民等选取“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和“卫生和社会工作”固定资产投

资作为“新基建”衡量指标［13］。而关于绿色发展水

平的测度，前期研究累积了诸多评价方法，主要以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与构建综合指标评价应用最为

广泛。绿色发展效率测算主要采运用数据包络分

析法，如EBM模型［14］、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

型［15-16］、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17-19］等测算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主要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开展，如

“经济—社会—生态”三维体系［20-22］、“压力—状态

—响应”的PSR模型［23］等。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

市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已有拓展，但仍存改进空

间：①现有研究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效应研究

主要集中在全国和省级层面，缺乏城市层面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测度研究。②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新

型基础设施某一方面对绿色发展的关系识别，且关

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多停

留在理论层面上，缺乏对两者关联发展整体趋势的

把握。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

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需进一步考察。基于此，本文

以中国大陆2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系统

分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机理

基础上，构建二者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非期

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 SBM模型分别测算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模

型测度中国大陆 280个地级以上城市 2005—2019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综

合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时空趋势

特征，为探索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推进城市

绿色发展的协同政策提供量化支撑。

1 耦合机理与研究方法

1.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耦合机

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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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是经济发

展动能转换与促进污染物排放削减的重要驱动力，

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新引擎。首先，新型基础设施

广泛应用将压缩要素、资源流动时间与空间限制，

使得远距离的空间联系不再受限，促使资金流、物

流、信息流等调节更加充分，从广度和深度上做到

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调节优化资源要素配

置。其次，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

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产业分工网络化以及生产定

制化，提高资本、劳动、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

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再次，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加强对水、气、土、噪

声、辐射等城市生态环境数据的实时获取、分析和

研判，利用数字化模拟生态资源治理，提升生态资

源数字化管控能力，以便于实施修复工程改善生态

环境。最后，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与发展，为社会

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在空间上提供吸引力与推动

力，提升城市空间的外延性扩张以及内涵性增值，

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向多中心化，缓解城市规模扩

大和人口过度集中所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环境污

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助推城市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

为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提供了方向。首先，在绿

色发展理念下，生态环境保护是包括新型基础设施

在内的所有产业形态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新型基础

设施区别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关键，在于对现实场景

的数字化升级以及数据信息的结构化整合，一定程

度摆脱了对自然物理条件的过度依赖，提升了数据

流通的效率和质量，是更深层次的循环可持续，暗

合了绿色发展的内涵要求。其次，在经济发展转型

及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下，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

网等高能耗业态建设过程中，亟需加大节能工作力

度，改进工艺、加快创新，提高能效水平，降低资源

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引导科技朝着有利于绿色经

济的方向发展，促进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协调，增强绿色发展能力。最后，人类文

明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具有典型的新时代特征，要构建成为集约高

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基础设施

体系，须聚焦应用生态化技术和手段，不仅要大力

推进新的基础设施绿色建设，还应积极开展传统基

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工作，以更生态化的手段解决

城市问题。

1.2 研究方法

11..22..11 耦合协调模型耦合协调模型

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及模型，参考丛晓男

的研究［24］，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

的耦合度模型：

C = 2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Q1 × Q2

( )Q1 + Q2
2

1 2
（1）

式中：C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间的

耦合度，C ∈ [ ]0,1，C的数值越大，表明的耦合度越

高；Q1、Q2分别代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

发展水平。

在此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

调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D = C × T , T = αQ1 + βQ2 （2）
式中：D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耦

合协调度，D ∈ [ ]0,1，D数值越大协调度越高；T为
二者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在本文研究

中，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是同等

重要的，故α = β = 1 2。
11..22..22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为了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

协调度的时序动态演进特征，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

曲线来表现二者协调度的分布形态、位置与延伸性

等。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是一种用于估计概

率密度函数的方法，以连续密度曲线来刻画随机变

量的分布形态，较直方图而言估计结果的连续性更

好。其公式为：

f (x) = 1
nh∑i = 1

n

k ( )x - xi
h

（3）
式中：f (x)为新型基础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

的概率密度函数估计；x1,x2⋯,xn为n个样本点；h为
带宽；K为核函数，采用高斯核函数。

11..22..33 空间统计分析空间统计分析

空间自相关可以用来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集聚特征与空间演化形

态。空间自相关分析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其

中，Global Moran's I指数可以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特征；Local
Moran's I指数主要用来识别某一城市协调度与近

邻城市是否存在高（低）值集聚，进而发现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

特征，具体计算步骤详见相关文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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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44 TobitTobit面板回归模型面板回归模型

鉴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

协调值位于 0~1之间，具有切割与阶段特点。而

Tobit模型能很好地解决因变量受限问题，被广泛应

用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故本研究采用面板Tobit
回归分析检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

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其具体计算步骤详见相关

文献［25］。
1.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11..33..1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选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选取

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型基础设施

的界定来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

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类。信息基础

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包括

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参考尚

文思研究［2］，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表征。融合基础设施则是基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转型升级，满足新

时代基础设施的“补短板”要求，参考伍先福等相关

研究［26］，以“新”基建与“老”基建融合系数加以衡

量，计算过程见表 1。创新基础设施则是新一代信

息技术赋能科教、产业等领域的基础设施，以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固定资产投资

加以表征。从此三类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评价体系（表 1），表中关于熵权法的计算公式见相

关文献［27］。
11..33..22 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选取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选取

绿色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以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方向，以打

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表

现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与环境效益［28-29］。绿色发展效率不仅考虑到

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要素的最优化配置，同时考虑

到生产的负外部性，即生态环境污染情况，综合反

映了经济—社会—生态系统间协调发展状况［30］。
故本研究以绿色发展效率衡量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同时，从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选取全局超效率

SBM模型来测度绿色发展效率，此模型考虑到效率

评价存在的松弛型问题的同时，既可实现跨期比

较，又能识别有效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具体模型

详见相关文献［31］。关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参

考周亮、韩永楠等的研究［16，32］，以资本、劳动、技术、

资源为投入要素，具体地，以固定资产存量为资本

投入，以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以专利

申请授权量为技术投入，以水、土地、能源作为资源

投入。期望产出则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等“好”产出表征，非期望产出以生产过程的废弃

物排放量表示。具体指标变量见表2。
11..33..33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制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统计年

鉴中的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加以衡量。即使前

期的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不属于新型基础设施的

范畴，但后期软件或硬件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都是

基于前期技术基础上的创新产物，因而以相关行业

表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

目标层

新型基础设施

维度层

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计算过程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①传统基础设施：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以熵权法计算综合指数。②“纯”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以熵权法计算综合指
数。③融合系数：“老基建”与“‘纯’新基建”的耦合度。④融合基建：融合系数·“老基建”固定资产投资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卫生和社会工作固定资产投资

表2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指标选取
Tab.2 Indicator selection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类型

投入

职工

产出

一级指标

资本要素

劳动力要素

技术要素

资源要素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二级指标

固定资本存量

单位从业人数

专利授权量

水、土地、能源消费量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环境污染

三级指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年末单位从业人数

专利申请授权量

供水总量、城市建成区面积、全社会用电量、人工和天然气供气量、液化气供应量

GDP
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

同时，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研究样本为 2005—2019
年中国大陆 28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研究

原始数据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地级市统

计年鉴。此外，由于个别指标统计口径仅有全市口

径，因而使用全市指标代替市辖区指标；固定资产

投资以 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

平减，GDP以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分析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非期望产出

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了2005—2019年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值（表

3）。同时，利用ArcGIS软件的自然断裂法，将2005
—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的平均值划分为 4个层次（图 1），以探讨其空间格

局特征。

2.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分析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偏低且区域差异

显著。2005—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整体

呈上升趋势且波动较小，但整体水平较低，由 2005
年的 0.010提升至 2019年的 0.076。由图 1知，北

京、广州、天津、长沙、重庆位于第一层次，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分别为 0.271、0.201、0.217、0.186、
0.217，其中北京、天津、长沙、重庆是融会贯通东西

南北的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相对较

高，而广州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致力于建设高

水平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因而跻身前列。位于第二

层次的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以及内陆地区的省会

城市等，如东部地区的上海、深圳、吉林、福州等，以

及内陆地区的成都、西安、贵阳、郑州等城市。处于

第三层次的城市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片状发展态势，

在华北地区以及内陆地区呈现组团发展趋势，主要

是围绕在第一、二层次城市周围，呈现较为明显的

近邻效应。位于第四层次的城市在东南方向呈现

连片发展态势，在东北、西北、西南方向呈组团发展

趋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总体上，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呈现“南北低、西低东高”的空间

格局。

2.2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分析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呈“U”型变化特征且

区域差异明显。2005—2019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呈现“下降再上升”的变化态势，由 2005年的 0.341
下降至 2015年的 0.243，再上升至 2019年的 0.425。
由图 1可知，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逐

渐形成“东西南北高、中部塌陷”的空间结构特征。

处于第一层次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如北京、

上海、三亚、扬州、佛山等城市，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表3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值
Tab.3 Comprehensive value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年份

新型基础设施

城市绿色发展

2005
0.010
0.341

2006
0.010
0.302

2007
0.012
0.303

2008
0.013
0.322

2009
0.015
0.292

2010
0.021
0.303

2011
0.024
0.296

2012
0.024
0.280

2013
0.033
0.248

2014
0.038
0.263

2015
0.045
0.243

2016
0.055
0.298

2017
0.069
0.269

2018
0.076
0.293

2019
0.076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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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图3、图4同。

图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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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728、0.941、0.805、0.725、0.839。处于第二

层次的城市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东北、西南地区，

以及包括西北、内蒙古的部分城市。在区位优势与

政策优势的双重推动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更新升

级相对较快，第三产业等配套服务业发展较为完

善，通过技术更新在资源能源利用、环境治理等方

面取得较大进步。同时，随着东北振兴、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东北、西南地区以及西北的部

分城市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取得较大进步，投入要素

配置不断优化升级，期望产出持续增加，环境污染

等非期望产出不断降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位于第三层次城市主要邻近第一、二层次城

市，呈现明显的近邻效应，逐渐在东、西部呈连片发

展态势。处于第四层次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中部地

区，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度比不上西部地区，而在投

入、产出效率等方面又滞后于东部地区，因而城市

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3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
协调的时空格局分析

3.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

时序变化特征

绘制出 2005、2010、2015、2019年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核密度曲线（图

2），依据核密度估计曲线的位置、形态、峰值以及延

伸性变化，揭示二者协调度的时序动态演进规律。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

动态演进趋势。①从曲线位置变化来看，2005—
2019年核密度曲线逐渐向右迁移，说明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呈不断上升的演进

态势。②从曲线波峰数量来看，2005、2010年核密

度曲线存在较为明显主峰与次峰共存的现象，

2015、2019年曲线次峰峰度逐渐平缓，表明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呈现由多极化

转向单极化变化趋势。③从曲线波峰峰度来说，

2005—2015年曲线峰度呈现轻微的“上升—下降”

趋势，2015—2019年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

协调度地区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④从曲线拖尾

来看，2005—2019年曲线右侧拖尾大于左侧拖尾，

且右侧拖尾呈现加长、抬厚趋势，说明高值区协调

度有所提升，高值区城市数量占比增加。由此可

见，不同阶段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

调度具有不同发展水平、极化特征，但总体上呈不

断提升的演进特征，逐渐趋向平衡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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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
核密度估计曲线

Fig.2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curve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3.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

空间演变特征

33..22..1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

的空间分布特征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 ArcGIS软件自然断点法将 2005、2010、
2015、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

调度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五个层级（图 3），

分析其空间演变特征。

总体上，2005—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

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高与较高水平呈现“分散分布

—组团分布”的空间演进特征。2005年，无二者协

调度较高、高的城市，主要为连片分布的较低和低

水平城市，以及分散分布的中等水平协调度城市，

如深圳、佛山、东莞、崇左、海口等。到 2010年，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较低和低

水平城市占比收缩，中等协调度城市呈现组团发展

态势，主要分布于华南、西南、华北地区，较高水平

协调度城市初现，如深圳等。2015年，低水平协调

度城市分散分布，较低水平协调度城市呈片状分

布，中等水平城市主要分布于东、西部地区，且在西

部地区呈组团分布态势，较高水平协调度地区处于

分散分布状态，如西安、扬州、长春、长沙、呼和浩

特、包头等城市，且高水平协调度城市出现。到

2019年，中等水平协调度城市占比不断上升，在华

东、西南、西北地区组团发展态势越发明显，在华中

地区呈现分散分布态势，较低与低水平协调度城市

主要分布于东北方向，较高水平协调度的城市也初

具组团发展状态，而高水平协调度城市表现为分散

第9期 孔芳霞，刘新智，周韩梅，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27



分布趋势，如北京、广州、杭州、青岛、上海、深圳、西

安、郑州等。综上，2005—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空间格局演进明显，二者

协调度水平不断提升，低水平协调区逐渐消失，逐

渐发展成为高、较高、中等水平协调区，而较低水平

协调区呈现东北方向分布，逐渐形成东北方向“陷

落”的空间结构特征。

33..22..2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

的空间关联特征的空间关联特征

由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

的全局Moran's I指数值可知（表 4），在考察期内，

Moran's I指数值均大于 0，P值均小于 0.05，说明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具有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协调度高（低）的城市相互邻

近，呈现集聚发展态势。同时，随着时间变化，Mo⁃
ran's I指数值逐渐减小，也说明二者协调度的空间

集聚态势正逐渐减弱。为进一步考察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特

征，分别计算 2005、2010、2015和 2019年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

指数值，并绘制LISA集聚图（图4）。
表4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

全局Moran's I值
Tab.4 Global Moran's I value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Moran's I
0.200
0.194
0.227
0.220
0.231
0.251
0.236
0.194

Z
11.162
10.838
12.693
12.301
12.863
13.966
13.147
10.85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Moran's I
0.204
0.159
0.125
0.082
0.040
0.046
0.032
-

Z
11.408
8.965
6.163
4.124
2.425
2.743
1.965
-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15
0.006
0.049
-

由图 4知，2005年，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

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以及西北地区的

陕西、甘肃的部分城市。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

华东地区的江苏、山东，东北地区的辽宁，以及华中

地区的河南、湖北等的部分城市，这些地区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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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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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

境保护，造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

调度较低。高—低与低—高集聚区穿插在高—高

与低—低集聚区中，且数量相对较少。2005—2010
年，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中部地区的山东、

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河北、山西等省份的城市，

且该类型集聚态势明显增强，而东北地区的低—低

集聚区消失，高—高集聚区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向

西迁移且数量减少，且低—高集聚区在东南地区呈

现组团发展趋势。2010—2015年，低—低集聚区仍

出现在东、中部地区，但集聚范围收缩，高—高集聚

区主要分布在陕西与内蒙古的部分城市，包括商

洛、汉中、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城市，低—高与高

—低集聚区数量相对较少且呈分散分布。2019年，

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

黑龙江以及山西的部分城市，高—高集聚区不再呈

现组团态势且数量较少，低—高与高—低集聚区数

量相对较少。随着时间推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

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集聚特征越发减弱，说明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在区域上趋

向均衡发展。这在于以5G基建、大数据中心、工业

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应用，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推进产

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有效压缩资源要素等流动

的时空限制，真正实现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效整

合，助推区域协调发展。可见，以“技术创新”为底

色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改变经济活动空间集

聚格局的重要力量。

4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
协调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

时空格局演变是由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环境

规制、科学技术、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升，在倒逼城市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的同时，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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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LISA集聚图
Fig.4 LISA aggregation map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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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第三产业等配套服务业的不断改善，推

动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也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软件支撑。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背景

下，环境规制干预被用于限制和管控相关经济主体

的经济行为，增加经济主体的成本，迫使其技术创

新、提升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等。以数字、网络、信

息、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学技术的应用，

不仅可以革新传统产业，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

末端治理效率，走集约高效经济发展道路，也能够

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城市对外开放程

度直接影响产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产业能够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经济全球化，吸收先进科学

技术与管理经验，获取知识溢出与创新等助推产业

发展，但外资进入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城市

产业发展，有碍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

展。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人口和经济

活动向城镇集中，带来聚集效应与规模效益，为城

市发展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的增长活力，但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产生的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在参考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16，31］，本文选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

环境规制、科学技术、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等

分析影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

协调发展的作用因素。各指标选取如下：①经济发

展（pgdp）：选取人均GDP。②产业结构（str）：第三

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③环境规制

（enr）：地区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占比。

④科学技术（tec）：选取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之和占

GDP比例。⑤对外开放度（fdi）：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占GDP比例。⑥城镇化水平（urd）：地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表 5给出了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从影响因

素作用强度来看，全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的驱动因

素的作用强度表现为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

结构>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度>科学技术，而西部地

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产业结

构>对外开放度>科学技术。由此可见，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

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与生态环境会

产生更高的需求，从而倒逼城市绿色发展与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深入，并能为二者的协调发展提供更

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

中、西递减的空间格局，所以相较于西部地区城市，

东、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因素对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人口的大量集聚带来

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扩张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为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动能。与

东、中部地区城市相比，西部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

等方面相对薄弱与滞后，因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给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

带来的边际效应更高。

从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来看，经济发展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说

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产

业结构同样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

结构的“清洁化”“轻型化”发展，以及第三产业等相

关配套服务业不断完善，能够有效协同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环境规制在全国与西部

地区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在东部与中部地区通

过 5%水平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创

新，能够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仅在全国及

东部地区分别在5%、1%水平通过检验，说明中、西

部地区创新驱动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

度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说明

外资进入可能存在挤出效应，以及依靠外资进入带

来知识技术溢出的不可持续，有碍于城市自身产业

表5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Tab.5 Tobit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lnpgdp
str
enr
tec
fdi
urd
cons

全国

0.082***（27.17）
0.041***（15.52）
0.027***（4.00）
0.003**（2.40）
-0.004***（-4.98）
0.079***（8.43）

-0.881***（-30.28）

东部

0.090***（15.15）
0.054***（9.36）
0.023**（2.02）
0.012***（4.28）
-0.007***（-5.85）
0.064***（4.40）

-0.935***（-15.48）

中部

0.082***（16.26）
0.040***（10.58）
0.021**（2.01）
0.003（1.23）

-0.006***（-4.30）
0.073***（4.10）

-0.869***（-17.46）

西部

0.066***（13.08）
0.022***（4.81）
0.038***（3.19）
0.002（0.87）

-0.009***（-3.64）
0.123***（7.20）

-0.821***（-17.76）
注：表中括号内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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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不利于城市绿色发展与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水平均在 1%水平显著为

正，说明城市人口的密度效益、规模效益是现代城

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能够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

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注入新的动力。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

展评价指标，以及分析二者耦合机理基础上，综合

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大陆280个地级

以上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

度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曲线、空间统计分析与To⁃
bit模型对其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2005—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

色发展水平各自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变化态势，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由 2005年的 0.010提升至

2019年的 0.076，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由 2005年的

0.341下降至 2015年的 0.243再上升至 2019年的

0.425。在空间格局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

绿色发展水平分别呈现“南北低、西低东高”“东西

南北高、中部塌陷”的空间结构特征。

②2005—2019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

色发展协调度水平不断攀升，且呈现多极化转向单

极化发展态势。从空间格局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空间格局演进明显，低水

平协调区消失，逐渐发展成为高、较高、中等水平协

调区，较低水平协调区呈东北方向分布，逐渐形成

东北方向“陷落”空间结构特征。

③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

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在空间格局上具有显著的空间

正相关性，而随着时间推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

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

聚区数量均减少，即二者协调度的局部集聚特征越

发减弱，在空间上趋向均衡发展态势。

④基于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科学技术、对外开放度以及城

镇化水平不同程度影响着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其中，

对外开放度对二者协调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应

对外商投资进入进行甄别，既要符合经济发展需

求，也不能损害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对中、西部地区

影响不显著，说明中、西部地区创新驱动效应有待

进一步提升。

5.2 讨论

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

市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的学理认知和实证研究，是对

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推进绿色发展相结

合的新的认识。本研究通过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的探析，发现

二者协调度虽不断提升，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

异质性显著。结合发展实际，一是要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推动5G基建、

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高能耗领域节能减排、

绿色发展。二是要基于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区位条

件，合理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东、中、西部

协同联动，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社会

服务等方面打造城市发展新生态，提升城市绿色发

展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三是中、西部地区应

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地

采取多样化发展方式，在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提升、

创新驱动等方面制定适宜政策措施，进一步缩小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的区域

差异。四是从城镇化水平对二者协调度的作用强

度来看，针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等相对薄弱地区，

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发挥人口集聚带来的知

识技术溢出效应与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扩张，为促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添

加动力。本文学术贡献在于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异质、空

间关联与影响因素，从区域系统性、综合性的视角，

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

色发展的演化规律和制约因素。同时，基于地理学

空间视角与物理学耦合协调模型的分析，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

式与视角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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